
数字转型背景下员工角色冲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姜忠辉，李隆辉，孟朝月*，罗均梅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青岛 266100）
摘要：聚焦于数字化转型情境之下，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析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重点考察现场非正式学习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技术可供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37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负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现场非正式学习在二者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提高，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负向影响减弱，现场非正式学习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和员工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同样减弱。因此，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关注员工角色状态，提升员工的数字技术可供性感知，从而降低员工因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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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cusing o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and job demand-resource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employe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le conflict affecting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th a focus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l field-based learning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vail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 data analysis of 237 valid questionnaires, employe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le conflict negatively affects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formal field-based learning partial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vailabilit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ploye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le conflict on informal field-based learning is weakened,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l field-based learning between employe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le conflict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also weakened.Therefore, while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status of employees and improve their perce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vailability , so as to reduce the adverse impact of employe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le conflict 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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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VUCA时代下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主动能。相应地，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摆脱发展困境、驶入发展快车道的良方。与此同时，由于数字化转型催生的组织形态更迭和管理方式革新，员工面临着旧认知与新观念、旧能力与新要求不匹配等角色冲突。角色冲突的加剧向员工释放了不安全的信号，处于这一状态下的个体拥有更加敏感的风险嗅觉，当他们感受到被边缘化或失业的威胁时，就会采取回避潜在威胁和伤害的行为[1]，进而抵制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数字部门未充分考虑员工对转型压力的适应和接受能力，没有协助员工完成新旧角色转换的平稳过渡，使员工忙于生存而不是努力工作，最终难逃失败重组的厄运[2]。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员工不仅是数字战略的执行者，更是数字创新的关键要素[3]，其角色价值的发挥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诚然，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在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且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员工正确看待和应对角色冲突，同时尽可能减缓其对员工造成的冲击，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以往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的理解认识聚焦于心理、行为等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间接作用机制相关研究较为模糊。如角色冲突会消耗个体额外的时间与精力以平衡相互矛盾的角色要求，干扰创新意识的形成[4]；从资源保存理论出发，面对身心资源持续消耗的状态，为防止有限的资源进一步损失，员工会回避创新投入[5]。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作为数字化转型与角色冲突的交叉概念，其研究在国外尚欠，国内相关文献则关注更少，鲜有学者提出类似概念。仅有舒琴等[6]探讨了计算机的引入造成个人技术升级、工作负荷增加等压力，导致员工的角色冲突与角色超载，李正东[7]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角色压力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相较于以往传统员工角色冲突，本研究所关注的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存在几点新的显著变化：首先，在全行业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处于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的个体对自身能力与工作要求不匹配的感知更为敏感，且这种状态与转型相伴相随、无法回避[8]；其次，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开着飞机换引擎”般的尝试，对于企业和员工而言均缺少前车之鉴，企业无法协助员工完美应对转型冲突，此时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显得至关重要；最后；数字化转型搭建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员工活动提供更多资源和智力支持，加上数字化组织结构的扁平柔性化发展，员工拥有更多自主解决转型角色冲突的机会[9]。尽管有学者分别从角色压力[7]、人岗匹配[10]等方面间接考察了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这一主题，但尚欠学者直接验证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个体创新的作用机制，相关研究尚存在较大缺口，有待进一步深入解释。此外，前期相关研究调节变量的选取忽视数字化转型的特殊情景性，诸如组织层面的差错管理氛围[7]，个人层面的员工中庸思维[5]，缺乏对个体数字技术认知的相关探讨，难以直接指导员工行动。只有员工在心理、情感、行为倾向上对数字技术实践持接纳的态度，保持良好的角色状态，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创新价值[7]。因此，本研究引入数字技术可供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发挥作用的边界。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JD-R（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试图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创新绩效间的脉络，明确现场非正式学习这一变量对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负外部性作用的中介效应和数字技术可供性的调节效应，以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创新与组织变革双赢的实现提供可行的依据和指导。
1理论与假设
1.1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指企业以数字技术为生产工具，变革组织架构、改进运营方式，以期突破现有发展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11]。随着传统工作与数字技术的逐渐融合，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的诞生意味着固有任务流程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打破以及角色关系的改变，以上变化不谋而合地呼吁员工数字技能素养的适应和提高[12]。总的来看，数字化转型改变了组织架构、重构了业务流程、虚化了任务边界，相较传统变革，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颠覆性改变对个体能力提升提出迫切需求[13]。身处数字化转型环境中的员工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新旧工作方式的衔接与磨合，将导致个体难以在特定场域满足企业工作要求与角色期望，即产生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7]。
根据JD-R模型，工作特征可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类[14]。前者指工作中影响员工健康，消耗心理、生理努力或投入应对的“负向因素”；后者指有助于员工完成工作任务、实现成长提升的“正向因素”。当拥有的工作资源难以匹配实际面临的工作要求时，个体会出现身心疲惫和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进而带来态度或工作结果上的消极表现[15]。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前车之鉴，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为个体提供相应指导和工作资源，个体也不能再依赖陈旧的工作程序、方法和惯例策略。那些处于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中的个体将加剧工作要求远大于工作资源的不对称感知，过度关注数字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与损失，进而产生对承载数字化工作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生存的不确定感。同时，由于转型工作进度的紧迫性、任务的复杂多样性，往往需要员工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持续学习提升。创新属于角色外行为，也需耗费个体大量时间和精力[16]。当员工疲于满足角色转换的过程时，工作与学习的交叉堆叠以至于其无法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新[17]。同时，由于创新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会诱发员工负面情绪累积，使其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环境风险产生更加敏锐的主观感知和心理成本，弱化创新过程中勇冒风险的意愿，如此不仅干扰了个体创新意识的形成，还分散其创新力的执行[18]。

综合上述分析得到以下假设：

H1：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员工创新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1.2现场非正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1.2.1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
现场非正式学习是一种主动、自主、正式学习计划外、面向工作和组织有价值的学习行为[19]，需要员工具有责任感、坚持不懈，投入精力[20]。相较于正式学习，已有研究认为非正式学习具有高度的情境性，常发生在非例行、重复的任务中[21]，没有明确、固定的路径。由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存在差异，其所带来的工作环境、内容和方式亦存在不同，不存在可供员工参考的范例或指南。因而，面对数字转型情境未来的不确定性，员工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边干边学是适应数字工作环境变化、实现数字创新的最有效途径[22]。与此同时，在全行业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高工作要求无法回避，资源与要求不匹配导致的资源损失是他们必须面临的困境[23]。由资源保存理论，资源损失不仅会阻碍个体获取新的资源，而且消耗个体大量认知和情绪资源，产生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甚至导致资源损失的进一步加速[24]。在消极情绪和心理压力的影响下，员工更可能将数字转型视为一种困难，并且受制于角色转换困境，不愿主动做出改变，有意识地减少现场非正式学习投入来保护固有资源和缓解压力[25]。
具体来看，在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的不匹配情境下，面对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员工缺乏足够的信心迎接转型挑战。因学习数字化工作技能而引致的压力将对员工情绪、体力造成持续损耗和疲劳，使他们容易陷入自我消沉、得过且过的消极心理状态[26]。此种心理状态下，不仅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容易产生低成就感和满足感，缺乏通过改变努力获取资源改变现状的动机，而且倾向于消极回避现场非正式学习的投入以保护现有的职位、名誉等资源，从而规避工作失误或裁员失业等不利后果的出现[27]。久而久之，持续的高工作要求将对员工个体产生更大不利影响和更多工作压力，使其陷入连续资源损失[28]。

综合上述分析得到以下假设：
H2：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现场非正式学习存在负向影响
1.2.2现场非正式学习与员工创新绩效
现场非正式学习促进创新绩效的途径有两条：一方面，现场非正式学习能够使员工通过他人和其他团队的社会互动找准不足，增进对组织数字化工作要求的理解、数字化知识的交叉融合以及数字知识储备的及时更新，继而有利于构建多视角的思维模式和产生更多的创新灵感[29]，促进创新想法的推广与实践，从而提升工作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过程赋予员工新知识与新技能学习和试错的宝贵机会。员工通过模仿、观察他人重新审视已有工作方式和创新路径，通过总结反思、深度加工工作场所中的数字信息，培养数字变通思维，为组织探索更多新奇、独特、有益的想法[30]，从而在工作中表现出高水平创造力和创新绩效。

综合上述分析得到以下假设：

H3：现场非正式学习对员工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H4：现场非正式学习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3数字技术可供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可供性是指具有特定目的的个人运用数字技术的行动可能性[31]。作为一种个体内在心理资源，数字技术可供性能起到类似工作资源的作用[32]。总的来看，数字技术的良好感知既能促使员工对数字转型高工作要求产生合理适当、积极正向的态度，提高数字化转型适应力、抵御心理资源损耗，又能发挥工作资源的动机激励作用，激发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改变自我的动力，从而专注于掌握相应技术获得新的工作资源，完成数字化工作目标，形成连续正向的资源增值[24]。
由于资源损失与资源获得的不对称，低资源-高要求的个体受资源损失的影响更大，以致增加了通过新资源的获取应对数字化高工作要求的难度，丧失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获取资源的热情和信念，甚至在压力影响下个体资源流失进一步加速，最终陷入消极恶性循环怪圈[28]。而数字技术可供性程度高的个体则可以高效缓解因资源损失产生的消极影响，能够准确、恰当地感知、识别、获取、利用周围有价值的数字信息资源，对工作前景和前途发展产生良好积极的主观心理预期，进而主动投身工作现场的非正式学习革新固有数字技能体系，提高对数字工作的掌控度[7][21]，最终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新绩效。

综合上述分析得到以下假设： 

H5：数字技术可供性调节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和现场非正式学习之间的关系，即随着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提高，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负向影响减弱。
H6：数字技术可供性调节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即随着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提高，这种间接效应越弱。

综上，如图1，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考察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现场非正式学习、数字技术可供性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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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2研究方法
2.1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通过见数平台样本数据服务对已完成或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在职员工作为调研对象展开数据收集。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成功回收问卷343份，筛除填写过快、规律填写、填写缺失等类型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37份，调查有效回收率为69.1%，具体样本特征统计见下图1。
表1  样本特征统计表
	变量
	分类
	样本数
	占比
	变量
	分类
	样本数
	占比

	性别
	男
	87
	36.3%
	职位
层级
	普通员工
	98
	41.4%

	
	女
	150
	63.3%
	
	基层管理者
	47
	19.8%

	年龄
	25岁及以下
	58
	24.5%
	
	中层管理者
	75
	31.6%

	
	26-35岁
	120
	50.6%
	
	高层管理者
	17
	7.2%

	
	36-45岁
	47
	19.8%
	工作
类型
	经营管理类
	33
	13.8%

	
	46岁及以上
	12
	5.1%
	
	职能管理类
	64
	27%

	学历
	专科及以下
	18
	7.6%
	
	市场类
	24
	10.1%

	
	本科
	187
	78.9%
	
	技术研发类
	62
	26.2%

	
	硕士
	27
	11.4%
	
	生产类
	14
	5.9%

	
	博士
	5
	2.1%
	
	服务类
	21
	8.9%

	工龄
	5年以下
	88
	37.1%
	
	其他类
	19
	8%

	
	5-10年
	98
	41.4%
	数字转型年限
	3年以下
	58
	24.5%

	
	11-20年
	43
	18.1%
	
	3-6年
	130
	54.9%

	
	20年以上
	8
	3.4%
	
	7-10年
	49
	20.7%


2.2变量测量

为保证测量结果可靠，本研究均借鉴已有成熟量表，并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测量。其中，1-7表示的符合程度依次递增：1为“非常不符合”，7为“非常符合”。
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EDTRC）：采用Nambisan等[33]编制的量表。同时，本文关注的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强调了数字转型情景，是数字背景下传统角色冲突的进一步聚焦，针对研究内容我们对上述量表的表述进行了相应修改。该量表共5个题项，典型条目如“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必须在不同的环境下做不同的事情”。
现场非正式学习（IFBL）：采用Wolfson等[34]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9个题项，典型条目如“我会主动寻求或体验新的任务或情境”。
数字技术可供性（DTA）：采用Tarafdar等[35]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4个题项，典型条目如“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我的工作质量”。
员工创新绩效（EIP）：采用Zhou&George[36]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共13个题项，典型条目如“我经常会提出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新方法”。
3数据分析
3.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借助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测量题项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0，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所有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且P值为0，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均显著，且累积解释方差均大于临界值60%，说明适合进行后续因子分析。其次，在效度方面，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测量条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同时CR值均远大于临界值0.7，且AVE值均大于临界值0.5，说明收敛效度得当；由表3可知，相较于其他因子模型，选用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即各变量区分效度良好；而且，经验证四因子模型的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依次为：X2/df=2.106，IFI=0.941，CFI=0.935，NFI=0.941，RMSEA=0.047，均符合拟合指标，且均在p<0.001水平显著，同样表明变量区分效度达标。
表2  相关变量测量条目和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载荷系数
	Cronbach′s α
	CR
	AVE

	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
	0.786-0.916
	0.927
	0.929
	0.723

	数字技术可供性
	0.685-0.747
	0.766
	0.769
	0.526

	现场非正式学习
	0.646-0.767
	0.891
	0.893
	0.512

	员工创新绩效
	0.650-0.816
	0.941
	0.942
	0.557


表3  区分效度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素
	χ2/df
	IFI
	TLI
	CFI
	RMSEA

	四因子模型
	EDTRC、IFBL、DTA、EIP
	1.524
	0.957
	0.952
	0.957
	0.047

	三因子模型a
	EDTRC+IFBL、DTA、EIP
	3.724
	0.776
	0.752
	0.774
	0.107

	三因子模型b
	EDTRC+DTA、IFBL、EIP
	2.459
	0.880
	0.867
	0.879
	0.079

	双因子模型
	EDTRC+IFBL+DTA、EIP
	3.850
	0.764
	0.740
	0.762
	0.110

	单因子模型
	EDTRC+IFBL+DTA+EIP
	4.220
	0.732
	0.706
	0.730
	0.117


注：1）N=237;（2）EDTRC=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IFBL=现场非正式学习;DTA=数字技术可供性；EIP=员工创新绩效，下同；+代表2个因子合并成一个因子
3.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问卷调查存在数据来源相同导致同源偏差的可能，本研究通过哈曼单因素法检验问卷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探索性因子共析出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首因子最大方差解释度为24.35%，未超临界值40%，且累计方差解释率大于60%，检验结果说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继续验证该问题。在四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方法因子CMV”构成五因子模型得到表4，经对比四因子模型发现其CFI、TLI、IFI值均未明显提高（未超0.1），而RMSEA降低约0.006（未超0.01），说明模型拟合度未明显改善，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模型中变量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表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模型
	χ2/df
	IFI
	TLI
	CFI
	RMSEA

	不含CMV模型
	1.524
	0.957
	0.952
	0.957
	0.047

	CMV五因子模型
	1.397
	0.968
	0.964
	0.968
	0.041

	模型变化
	-0.127
	0.011
	0.012
	0.011
	-0.006


3.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5分析结果可知，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数字技术可供性、现场非正式学习、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均显著相关，为本研究的假设论证提供初步支持依据。

表5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237）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别
	1
	
	
	
	
	
	
	
	
	
	

	2-年龄
	-0.09
	1
	
	
	
	
	
	
	
	
	

	3-学历
	0.033
	0.183**
	1
	
	
	
	
	
	
	
	

	4转型年限
	-0.048
	0.522***
	0.045
	1
	
	
	
	
	
	
	

	5-工龄
	-0.146*
	0.787***
	0.132*
	0.467***
	1
	
	
	
	
	
	

	6-职位层级
	-0.078
	0.498***
	0.309***
	0.327***
	0.538***
	1
	
	
	
	
	

	7-工作类型
	-0.052
	-0.285***
	-0.272***
	-0.277***
	-0.229***
	-0.444***
	1
	
	
	
	

	8-EDTRC
	0.086
	-0.304**
	-0.04
	-0.272**
	-0.344**
	-0.115
	0.188**
	1
	
	
	

	9-DTA
	-0.099
	0.161*
	0.099
	0.185**
	0.182**
	0.208**
	-0.125
	-0.138*
	1
	
	

	10-IFBL
	-0.104
	0.319***
	0.078
	0.282***
	0.304***
	0.350***
	-0.261***
	-0.269***
	0.708***
	1
	

	11-EIP
	-0.162*
	0.395***
	0.069
	0.267***
	0.374***
	0.354***
	-0.250***
	-0.331***
	0.668***
	0.800***
	1

	均值
	1.63
	2.05
	2.08
	1.96
	1.88
	2.05
	3.42
	3.817
	5.923
	5.754
	5.632

	标准差
	0.483
	0.803
	0.519
	0.672
	0.822
	1.009
	1.801
	1.57
	0.806
	0.84
	0.865


1）注：*、**、***分别代表P<0.05、P<0.01、P<0.001，下同
3.4假设检验

3.4.1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法验证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现场非正式学习的中介效应。在进行假设1、2、3检验时，先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分析，然后再分别将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和现场非正式学习放入回归分析。表6中模型2显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β=-0.210，р<0.01），研究假设1得到支持。表4中模型6所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显著负相关（β=-0.169，р<0.05），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表6中模型3所示回归结果表明，现场非正式学习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显著正相关（β=0.730，р<0.001），研究假设3同样得到实证支持。
为下一步考察现场非正式学习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间中介作用的存在与否，本研究借鉴Kenny等[37]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4步法展开研究，前三步通过验证假设123均已被证实，然后将员工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依次放入控制变量、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和现场非正式学习。表6中模型4显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β=-0.088，р<0.05）。将现场非正式学习纳入模型后，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系数仍显著且变小，以上结果表明现场正式学习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4成立。
表6  主效应及现场非正式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变量
	员工创新绩效
	现场非正式学习

	
	M1
	M2
	M3
	M4
	M5
	M6

	性别
	-0.137
	-0.121*
	-0.070
	-0.064
	-0.091
	-0.078

	年龄
	0.188*
	0.187
	0.118
	0.119
	0.095
	0.094

	学历
	-0.056
	-0.054
	-0.025
	-0.025
	-0.041
	-0.040

	数字化年限
	0.063
	0.042
	0.030
	-0.037
	0.127
	0.110**

	工龄
	0.078
	0.020
	0.059
	0.035
	0.026
	-0.021

	职位层级
	0.149
	0.188*
	0.005
	0.024
	0.195*
	0.227**

	工作类型
	-0.123
	-0.095
	-0.033
	-0.023
	-0.123
	-0.100

	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
	
	-0.210**
	
	-0.088*
	
	-0.169*

	现场非正式学习
	
	
	0.730***
	0.721***
	
	

	R2
	0.232
	0.268
	0.673
	0.679
	0.185
	0.208

	调整后R2
	0.202
	0.235
	0.659
	0.663
	0.153
	0.173

	△R2
	0.232
	0.035
	0.441
	0.412
	0.185
	0.023

	△F
	7.638***
	10.818**
	304.776***
	288.642***
	5.740***
	6.523***

	VIF
	1.253
	1.307
	2.933
	2.967
	1.180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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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场非正式学习中介作用示意图
由上述分析可知，总效应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为-0.210。假设H1、假设H2、假设H3和H4均被支持。
3.4.2调节检验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法检验数字技术可供性对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调节作用。在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时，先将现场非正式学习作为因变量，然后其他变量放入回归分析的步骤依次为：控制变量;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和数字技术可供性以及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数字技术可供性的交乘项[38]。分析结果如表7中模型3所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0.169下降为-0.112，且模型4显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的交乘项正向影响现场非正式学习（β=0.113，р<0.05），表明数字技术可供性对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调节效应存在。
表7  数字技术可供性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变量
	现场非正式学习
	员工创新绩效

	
	M1
	M2
	M3
	M4
	M5
	M6
	M7

	性别
	-0.091
	-0.078
	-0.023
	-0.016
	-0.137*
	-0.121*
	-0.064

	年龄
	0.095
	0.094
	0.117
	0.115
	0.188
	0.187
	0.119

	学历
	-0.041
	-0.040
	-0.076
	-0.064
	-0.056
	-0.054
	-0.025

	数字化年限
	0.127
	0.110**
	0.025
	0.015
	0.063
	0.042
	0.037

	工龄
	0.026
	0.021
	-0.050
	-0.040
	0.078
	0.020
	0.035

	职位层级
	0.195*
	0.227**
	0.142**
	0.140**
	0.149
	0.188*
	0.024

	工作类型
	-0.123
	-0.100
	-0.089*
	-0.079
	-0.123
	-0.095
	-0.023

	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
	
	-0.169*
	-0.112*
	-0.145**
	
	-0.210**
	-0.088*

	现场非正式学习
	
	
	
	
	
	
	0.721***

	数字技术

可供性
	
	
	0.644***
	0.590***
	
	
	

	角色冲突*
数字技术

可供性
	
	
	
	0.113*
	
	
	

	R2
	0.185
	0.208
	0.590
	0.599
	0.232
	0.268
	0.679

	调整后R2
	0.153
	0.173
	0.570
	0.578
	0.202
	0.235
	0.663

	△R2
	0.185
	0.023
	0.382
	0.009
	0.032
	0.035
	0.412

	△F
	5.740***
	6.523*
	209.767***
	5.000*
	7.638***
	10.818*
	288.642***

	VIF
	1.181
	1.209
	2.326
	2.370
	1.253
	1.307
	2.967


为直观解释调节效应，根据Cohen和Cohen[39]的方法，本研究作图展示了调节回归分析结果。由图3可知，数字技术可供性越高，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负向影响越弱。     [image: image3.png]—e— (RECF 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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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字技术可供性调节作用示意图
综上所述，表7和图3展示的分析结果均支持了本研究假设5，即随着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提高，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负向影响减弱。

本研究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7验证假设H6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基于5000次bootstrap抽样结果得到表8，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可供性较高时，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为-0.020（Boot 95%CI=[-0.089，0.047]），此时置信区间含0，间接效应不显著；反之，当数字技术可供性较低时，间接效应变为-0.189（Boot 95%CI=[-0.309，-0.509），此时置信区间不含0，间接效应显著；高低两组间差异为0.169（Boot95%CI=[0.012，0.309]），达到显著性水平。此外，Index指标显示，数字技术可供性调节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间接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判定值为0.085（Boot 95%CI=[0.006，0.154]），置信区间不含0。以上结果充分证实了有调节中介效应的存在，假设H6得证。
表8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现场非正式学习→员工创新绩效

	
	调节分组变量
	间接效应
	BootSE
	BootLLCI
	BootULCL

	条件间接效应
	低数字技术可供性（-1SD）
	-0.189
	.0.064
	-0.309
	-0.059

	
	高数字技术可供性（+1SD）
	-0.020
	0.035
	-0.089
	0.047

	
	组间差异
	0.169
	0.075
	0.012
	0.309

	有调节的中介
	判定指标
	Index
	BootSE
	BootLLCI
	BootULCL

	
	
	0.085
	0.037
	0.006
	0.154


4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研究结论可靠性，本研究通过更换因变量测量方式的方法做进一步验证检验。借鉴了Onne Janssen等[40]研发的量表，测量条目包括“我经常会设法获取上级对自己创新想法的认可”等九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ɑ系数值为0.903，表明量表信度较理想。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层次回归结果显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影响员工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β=-0.214，P<0.01）；将现场非正式学习纳入层次回归后，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0.214下降至-0.089（P<0.05），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负相关（β=-0.129，P<0.05），再次证明现场非正式学习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层次回归结果显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数字技术可供性交乘项对现场非正式学习的影响显著（β=0.113，P<0.05），再次证明数字技术可供性在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关系间发挥调节作用。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作用于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在高数字技术可供性水平下的效应量（β=-0.020，95%CI=[-0.093，0.044]）同样低于在低数字技术可供性水平下的效应量（β=-0.193，95%CI=[-0309，-0.061]）且Index=0.086，95%CI=[0.008，0.153]），再次证明数字技术可供性对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作用员工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成立。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趋近于前文实证，进一步验证了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5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
第一，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负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变革对员工知识技能要求的提高，员工不可避免地面临转型角色冲突，无法及时完成角色转换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已有工作资源与实际工作要求存在的差距，此种状态下的员工其身心资源和时间精力损耗加速，对数字化产生悲观预期。由资源保存理论出发，个体具有保存资源不受损耗的特性，为防止仅有的资源进一步损失，个体更倾向于回避创新实践，以减少未来资源受损的几率。如此一来，干扰了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执行，角色外创新难以产生。
第二，现场非正式学习部分中介了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会阻碍现场非正式学习行为的发生，进而不利于其创新绩效的表现。具体来看，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加剧了员工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不匹配的感知，造成员工持续的资源损失和一系列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在消极情绪和心理压力的作用下，员工容易倾向于自保，变得自我消沉、得过且过，缺乏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争取工作资源和勇冒风险创新的意愿，进而导致高工作要求产生更强烈的消极影响和工作压力，最终形成资源与健康损耗的恶性循环。
第三，数字技术可供性不仅调节了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与现场非正式学习之间的关系，且这种调节效应进一步反映到现场非正式学习的中介效应中，即数字技术可供性越高，现场非正式学习的中介效应就越低。总的来看，数字技术可供性既能丰富员工心理资源，缓冲健康损害带来的消极感，又能发挥激励作用，激发改变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现状的意愿，推动现场非正式学习行为的发生，从而掌握相应的技术获取新资源，提高工作资源与工作要求的匹配度，强化创新内驱力。
5.2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关注了数字化转型在员工层面存在的阴暗面，发现由数字化转型引发的角色冲突会对员工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已有研究在考察角色冲突主题时，多聚焦于双元领导[5]、共享领导[17]、工作家庭冲突[18]等传统场景，缺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革新场景的重视。本研究所关注的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是传统角色冲突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延伸和突破，具有不可避免、无法回避的新特征[8]。本研究通过实证模型明确了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个体创新的作用机制，深化了有关员工角色冲突的研究。
本研究丰富了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个体创新作用机制的研究，识别了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现场非正式学习-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已有角色冲突影响研究多从心理安全感[7]、工作使命感[7]、个体不确定性[41]等角度考虑，仅关注其影响下的员工被动表现，忽视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考虑到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存在差异，不存在可供员工参考的固定范例或指南。因而，面对数字转型情境未来的不确定性，员工通过现场非正式学习边干边学是适应数字工作环境变化、实现数字创新的最有效途径[22]。本研究通过引入现场非正式学习作为中介变量，丰富了以往文献对员工角色冲突和创新绩效之间直接关系的初步研究[4][5][17]，进一步验证和支持了仲理峰等关于现场非正式学习形成与作用机制的研究[19]。
本研究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可供性，拓宽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现场非正式学习行为的边界。已有研究在个体层面调节变量的选取上，多考虑诸如员工中庸思维[5]、家庭支持感[18]、工作支持感[18]等因素，并且聚焦于传统情境，忽视了对个体自身数字技术认知的相关探讨。姜诗尧等已经提出员工数字技术认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26]，本研究从个体数字技术认知差异出发，发现随着数字技术可供性水平的提高，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接纳态度随之提升，能够抵御更多角色冲突带来的资源损耗，保持良好的角色状态，最终拥有更好的创新表现[7]。这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个体资源在JD-R模型中的应用，即个体更高的数字技术可供性更有助于冲破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创新的封锁，为后续考察其它个体资源影响员工创新的机制提供思路，发展了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研究[32]。
5.3管理启示 
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数字转型角色冲突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员工状态。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难以为员工提供轻松安逸的工作环境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创新。因此，想要完全消除产生角色冲突的因素并不现实。本研究的管理意义在于指导管理者如何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平衡企业价值与员工诉求，合理减弱角色冲突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尽更多地激发员工创新活力。
第一，唤起企业对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的重视。在面向未来数字化转型的内部管理中，企业需及时关注员工的角色状态变化，可以通过提升工作自主性、发展上下级互动、拓展职业发展通道等措施优化员工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的比例，帮助员工完成数字角色的平稳过渡，进而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
第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员工角色冲突的应对需要对症下药，企业可以采取相应的实践措施破除内隐于员工的角色冲突、唤醒员工现场非正式学习积极性。例如，通过针对员工诉求予以积极回应、提供工作现场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种学习途径得以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氛围，从而激活员工学习成长的信念和创新潜力。
第三，引发企业对数字技术可供性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视和思考，为企业促进员工创新实践提供思路和启发。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需加强数字化工作场所的人性关怀，重视下属个人特征的差异，缩小员工与数字技术的距离，并积极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培育员工的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努力打造出一支符合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人才队伍。
5.4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数据样本为截面数据，难以考察时间效应下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对个体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过程。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进行多时点、多源头的数据收集，如通过配对调研方式客观评价员工创新行为，从而更加精细准确地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本研究仅考虑了个体层面数字技术可供性的调节作用，而未能考虑学习目标导向、成长需求、大五人格等其他个体因素，以及领导-成员关系、组织学习氛围、同侪效应等组织内部情境变量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此为切入点，从多维视角探究挖掘更多员工数字转型角色冲突推动现场非正式学习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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